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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地方化视角下旅游地尺度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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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权力、资本与空间的作用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重要议题，近年来旅游地通过丰富

的空间实践接驳全球化进程，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了鲜活的案例。以浙江乌镇为研究案例，

通过全球地方化的研究视角，结合Harvey的资本循环理论和Smith的尺度重组理论提出分析框

架，将尺度重组理解为一种由权力、资本作用于多尺度空间而形成的复杂过程。基于质性研究

方法，对乌镇从“前旅游阶段”向“旅游阶段”和“后旅游阶段”转变过程中的尺度重组进行分

析。结果表明：乌镇尺度重组过程是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变革的微观映射；乌镇尺度

重组是全球、国家、区域、地方等不同等级空间尺度“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双向综合作用的

结果；乌镇尺度重组具有作为权力、资本与空间互动作用下的方式和结果的双重属性，权力、资

本与空间之间的交互逻辑是其核心机制；乌镇的空间实践在微观层面上拓展了权力、资本与空

间相关探讨的研究范围。作为介于城市与农村之间的空间单元，乌镇的全球地方化实践走出

了一条“兼容二元”的现实路径，这对改善中国当前城乡发展不平衡现状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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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世纪 70年代以来，北大西洋福特—凯恩斯主义（Fordist-Keynesian）经济危机凸
显，后福特主义和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逐渐兴起[1]，资本过度积累迫使商品、人
流、金钱、信息、意象等要素在地理空间上加速循环并不断扩张[2-5]。在此背景下，流动
性的资本顺应其危机转移的内在逻辑，在全球范围内不断突破空间壁垒，使地方纳入全
球化生产体系，表现为固定的“地方空间”（space of place）逐渐成为一种“流的空间”
（space of flows） [6]。面临不断往复的资本循环过程，地方作为资本地域化的空间载体发生
尺度重组（rescaling），扎根于地方的权力关系突破尺度边界发生结构性转变[7-9]。在权力、
资本与空间的作用关系下，全球化与资本循环、尺度重组过程相互交织[10]，处在多尺度
空间两个端点的全球与地方建立联结，产生了强大张力[11]，表现为一种全球地方化进程[12]。
这一概念明确了全球化浪潮下地方空间的重要意义，强调全球与地方的相互建构过程和
尺度重组机制[13]。因此全球地方化进程在对国家社会经济结构产生深远影响的同时，为
地理学“文化转向”和社会学“空间转向”背景下的旅游目的地研究提供了崭新视角[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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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顺应国际投资和贸易自由化趋势，以经济特区、沿海开放
港口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等为空间增长极，在东部沿海地区率先进行社会空间实践。
政治、经济与社会活动不再局限于本地资源和特定地方关系[16]，国家、区域、地方等不
同尺度空间在权力和资本的综合驱动下发生尺度重组[17]，产生了等级化、嵌套性、差异
化的空间演化模式。随着资本空间化的深入推进，以乌镇为代表的“地方”逐渐接驳了
全球化进程，进入了国际格局对话平台。结构主义地理学认为，地方构造性演变的动力
来源于所处空间系统的演变[18-19]。因此，研究旅游目的地发展进程应将其放置在一个由多
尺度空间共同构成的复杂系统中。旅游是当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作为典
型的消费空间[20-21]，旅游目的地已经俨然成为城市及城市群空间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22]。
从宏观尺度结构着眼，聚焦微观地方案例，通过外部整体的合理关注和内部具体的深入
透视，更能够有效把握旅游目的地尺度重组和空间生产的本质。

鉴于此，本文选取乌镇为研究案例，从全球地方化视角对乌镇不同发展阶段的尺度
重组过程及机制进行分析，力图初步探寻权力、资本与空间的作用关系，以期丰富尺度
重组的研究内容与分析框架，为旅游目的地发展中的尺度运用提供理论借鉴。

2 理论基础

2.1 全球地方化
随着 20世纪 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Bretton Woods system）的瓦解，美国和西欧

主导的全球化进程成为现代性进行广泛空间扩张的集中表征，使世界范围内的经济交
流、政治制度与社会文化格局发生了深刻变革[7, 23-24]。然而，这一概念忽视了全球化的地方
依赖性，全球化需要地方为其提供必备的设施空间、劳动力和制度保障，地方也在全球
话语体系下被生产与再生产 [25- 26]。全球化进程在本质上是一种时空分延 （time-space
distanciation），是地方语境在场（presence）与全球关系缺场（absence）的交集，其内在
包含深刻的地方关联[27]。因此，Robertson率先提出“全球地方化”概念以求更加精确地
描述全球与地方深刻互动下，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层面“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
的双向辩证统一过程[12, 28]：首先，权力与政治制度从国家尺度向上转为超国家或全球尺
度，向下转为个体机构尺度或地方、城市和区域格局；其次，经济活动和企业间网络在
扎根于地方属性的同时，表现出强烈的跨国化特征；再次，西方国家在文化帝国主义
（culture imperialism）背景下，在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文化输出的同时，也为后者的地方
内生文化系统变革与突破带来动力[7, 24, 29]。

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结构主义视角进一步分析，全球地方化与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的内在矛盾密切相关。资本积累存在着分异化趋势与均衡化趋势并行的时空逻辑[30-31]。
一方面，后福特主义的弹性积累制促进了全球范围内的生产社会化和利润平均化，加速
了世界统一经济体的形成，为资本扩大再生产和转移固有矛盾创造了新的时空途径；另
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和不同地域的生产资料与劳动力异质性，在资本获取超额
利润的固有属性下，国家、区域、地方往往会采取差异化的空间生产策略增强其在全球
范围内的竞争力[32]，进而留存了相当程度的地方性要素。这两种矛盾交织的趋势造成了
空间的“囚徒困境”，即全球性普遍化力量与地方性特殊化力量的对抗与合作[33]，构成了
不平衡地理发展的动力之源。从本质上来看，全球地方化内化着深刻的资本运行逻辑，
而这一逻辑必须以不平衡空间尺度结构为前提。因此，资本循环的时空逻辑和尺度重组
的时空结构，是进一步理解全球地方化复杂进程的重要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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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资本循环
以资本与劳动力盈余为主要表现的资本主义“过度积累”是全球地方化进程的内生

性动力。为解决“过度积累”危机，资本依托空间产生了新的内在运行逻辑。对此，
Harvey提出了资本的三重循环（the circuits of capital）理论框架[3, 5, 34]：资本的初级循环
（the primary circuit of capital）是资本向劳动力与商品等生产与消费资料的生产性投入，
从而产生剩余价值。初级循环中剩余的货币资本通过资本市场投入生产性与消费性建成
环境，进入了资本的次级循环（the secondary circuit of capital）。在这一循环中，城市等
物质空间成为资本生产与再生产的主体，即Harvey提出的“资本城市化”（urbanization
of capital）过程[35]，是资本在空间维度上的扩张。为进一步提高劳动力素质与生产、再
生产效率，资本在第三级循环中借助国家和政府职能，向科技、教育等社会性花费投
入，为资本在未来阶段产生剩余价值创造了条件，是资本在时间维度上的延伸。

从本质上看，资本的三重循环是资本主义通过地理扩张和时间延迟解决自身根本性
矛盾的一种时间—空间修复[3]。资本通过与空间互动从而转移和扩散自身危机，导致了发
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核心地区与边缘地区、城市与乡村等不同空间尺度的不平衡地理
发展[5]，积蓄了多尺度空间竞争与博弈的内在势能，推进了国家、区域和地方的尺度重组
进程。尽管从宏观上看，资本循环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时间维度上资本在不同发展
阶段的运行特征，但其理论框架中蕴含了国家职能、社会支出、科技管理等权力与制度
要素，而Harvey认为，正是权力、制度与社会建立和构成了地方[36]。从微观角度上看，
固着于地方的权力机构与制度，同流动性的资本共同在空间维度上呈现出资本循环运动
在特定时刻的切面。权力、资本共同作用下的物质实践依托于特定地方空间，并推动了
地方空间的生产与再生产 [37]。资本在周期性的循环过程中遵循地域化、去地域化
（deterritorialization）和再地域化（reterritorialization）的运行逻辑[7-8]，而这必须以与之相
适应的权力和制度空间的支持配合为前提。在中国宏观调控的经济模式下，权力和资本
的耦合作用更为凸显。因此，本文尝试以权力、资本与空间交互逻辑关系为切入点，分
析特定空间尺度的资本循环过程。
2.3 尺度重组

尺度是地理学的核心概念 [38- 40]，受本体论影响，长期被认为是在一定空间上固着
（fixed）、预先给定（pre-given）、封闭的形态[41]。作为测度地理空间分异的有效工具[42]，
尺度能够解释物质固有空间转化为具有特定社会关系地方的过程[43]。因此，在认知论层
面，尺度是对不同大小有界空间的嵌套等级，通常与全球、国家、区域、地方等名词相
联系[44]。随着地理学的“文化转向”，西方学界对尺度的人文内涵不断挖掘，提出尺度是一
种社会建构和政治斗争物化的概念[45-47]，是各种社会关联和空间实践的平台与竞技场[48-49]，
为解释当代全球重构循环提供了有力支撑。近年来，西方学者认为地理学关于尺度的研
究已经形成由本体论向认知论进而向方法论的连续统一体（continuum），表现为通过现
实 主 义 尺 度 （realist scale）、 等 级 化 尺 度 （hierarchical scale） 和 建 构 主 义 尺 度
（constructionist scale）等不同视角对复杂人地关系系统进行解读[50]。

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影响，西方人文地理学界愈发强调空间尺度研究的政治导向与空
间组织演化的尺度视角。Taylor提出的尺度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框架[51]与Smith开创的“尺
度政治”概念[30]，指出地理尺度存在同时作为社会政治斗争场所和利益的二元辩证属性[52]。
作为Harvey的高足，Smith继承和发展了前者不平衡地理发展理论的结构主义视角，指
出地理尺度是资本作用下产生的不平衡空间结构，具有层级化、嵌套性和能动性的特
点，可以从全球、国家、区域、地方 4 个等级进行判别 [53]，并进一步提出尺度跃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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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mping scale）是尺度政治运用的核心途径，即社会群体或组织通过扩大尺度范围实现
其政治目的[45]。国内学者刘云刚等在此基础上，提出尺度政治存在两个彼此对立又相互
依存的辩证过程：政治经济斗争中的弱势方会通过获取外部支持或动员内部力量，突破
并扩大尺度边界，即尺度上推；而强势方则会凭借自身权力将弱势方限制在一定的尺度
内，阻止后者尺度跃迁，即尺度下推[38, 54]。在此过程中，尺度重组是尺度政治的核心机
制，关注将尺度本身作为尺度运用的目的与结果[55]。尺度重组本质上是特定地方空间对
权力和资本的控制与吸纳能力在尺度层级上的跃迁[7, 9, 17, 56]，因此更适用于将地域组织演
化过程作为其研究对象。
2.4 研究分析框架

作为一种整体性视角，全球地方化进程蕴含着资本循环的内在动力和尺度重组的外
在表现。资本三重循环是全球地方化产生的内生动因，空间尺度重组是全球地方化进程
的核心舞台[29]。全球信息网络时代存在两种张力：一方面，“流的空间”的资本逻辑与

“地方空间”的权力逻辑相互博弈 [6]，全球资本通过时间—空间压缩 （time- spatial
compression）解构地理空间边界、异化地方社会关系（去地域化）并使之融入资本循环
过程，地方权力借助资本实现地域组织再构（再地域化）并使之与更高空间尺度建立联
结，即权力、资本内部的逻辑张力[4, 7, 29]；另一方面，全球、国家、区域、地方等不同形
态、大小、等级的空间尺度相互转换，上级尺度通过管制和划定下级尺度发展边界（尺
度下推），遴选实现目标的优势地区并推广自身的话语体系，下级尺度通过向上级尺度表
达诉求和建立联盟（尺度上推），寻求自身发展的自主权利并实现路径突破，即全球、国
家、区域、地方的尺度张力。这两种张力彼此作用、互为表里，在时间维度上加速循
环，在空间维度上扩张转移，共同促进了全球地方化的推进。

基于上述认识，本文立足于全球地方化的结构主义研究视角，结合Harvey的资本循
环理论与Smith的尺度重组理论论述，参考以往研究[57]提出全球地方化视角下的尺度重组
分析框架，力图为特定空间组织的系统性研究提供有力工具（图1）。其中，尺度重组呈
现出不同空间尺度的结构转化过程，资本循环揭示出权力、资本的逻辑关系。换言之，
本文提出的尺度重组分析框架是一种尝试将资本循环的内在机制嵌入其中的广义结构，
尝试提出一种多尺度综合、多要素耦合的研究工具。权力、资本构成的制度、经济关系
既推动着不同尺度相互作用的空间关系异化，同时前者又内嵌于后者之中。因此，应当
将尺度重组理解为一种由权力、资本
作用于多尺度空间而形成的复杂过
程。该研究框架强调全球力量和地方
力量的相互建构，即抽象与具象相结
合、宏观与微观相结合、整体与部分
相结合。本文在宏观层面关注全球尺
度体系的结构性作用，在微观层面考
察地方尺度的社会关系及生产方式演
变。乌镇作为地方尺度的代表，在权
力、资本和空间的交互作用下，其旅
游发展的不同阶段呈现出怎样的尺度
重组过程，这些差异化过程的背后又
蕴含着怎样的形成机制？这是本文需
要探讨的科学问题。

图1 全球地方化视角下的尺度重组分析框架
Fig. 1 Framework of rescaling under the glocalization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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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设计

3.1 研究方法
选取乌镇为研究案例地，采用非参与式观察法、访谈和新闻文本分析等质性研究方

法进行三角互证。为达到研究目的，笔者于2016年9月12—14日进行了为期3天的预调
研，又于 2016年 9月 20—30日、2018年 5月 4—7日进行了为期 15天，共分两次的正式
调研。初次调研主要通过非参与式观察法对案例地的地形地貌、建筑分布、产业发展状
况、居民生产与生活方式等进行记录，并进入地方档案部门查询和收集了相关基础资
料。正式调研采用半结构化访谈方法和分层目的性抽样策略，通过焦点小组访谈和深度
访谈方法，根据受访者对案例地熟悉程度、表达能力和资料饱和度需要的典型性，遵循
研究对象的差异最大化原则，最终共访谈桐乡市旅游委员会行政管理人员2人、乌镇旅
游股份有限公司行政管理人 4人、当地居民 13人和旅游者 12人，获得访谈录音文稿 3.6
万字。

此外，为了补充更加全面的历时性文本资料，研究选取全球最大的中文新闻搜索引
擎“百度新闻”（http://news.baidu.com/）为网络文本资料来源，以求最大程度地减少单
一资料的不足与偏失。笔者以“乌镇”为关键词检索出2003年至2018年新闻文本3.2万
条，通过逐条人工浏览，剔除重复、与研究主题无关文本，最终筛选出新闻文本 1204
条，并进一步整理出文稿资料13.6万字。其中，新闻文本对案例地发展动态进行了即时
性、开放性、针对性的报道与评论，新闻文本陈述人涵盖各级政府官员、企业家、媒体
评论员、艺术家、演员、歌手、旅游者、当地居民等社会各个阶层，具有较高的质性研
究效度。访谈和新闻文本在分析中主要采用人类学“深描”方法，以期对研究现象进行
整体性、情景化、细致深入的呈现。
3.2 案例地概况

乌镇位于浙江省北部桐乡市境内，地处杭嘉湖平原腹地，镇域面积67.22 km2，人口

约5.72万①，地理坐标为120°33′26′′E~120°26′6′′E、30°47′48′′N~30°44′19′′N。作为介于城
市与乡村的人类聚居空间，乌镇毗邻京杭大运河，镇域水网密布、河道纵横，“苏杭嘉湖
六通四辟，粮艘贾舶无间道可他适”，历来是江浙两省三市的水上交通枢纽，素有“鱼米
之乡”“丝绸之府”的美名（图 2）。在农耕文明时期，优越的区位条件和温润的气候特
征使乌镇逐渐成为浙北商业巨镇，形成了农桑繁荣、商贾汇集、文人荟萃的水乡文化[58]。
从梁昭明太子到近现代的文学巨匠茅盾和艺术大师木心[59]，乌镇的地方性在被不断重新
建构的过程中，始终保留着一致性的“时空惯习”[60]——透过乌镇细致精巧的建筑布局
和居民枕水而居的生活方式，平和淡雅的人文风貌、质朴厚重的文脉底蕴依旧清晰可
见。得益于水乡文化遗存，乌镇成为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和国际著名旅游小镇。

从社会经济发展转型来看，乌镇的发展主要经历了 3个发展阶段：① 改革开放之
初，乌镇地方的生产方式以传统农业与手工业为主，自然景观、民居建筑、地方文化等
资源未被充分利用；② 以1999年乌镇探索古镇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为标志，乌镇进入全
新的发展阶段，随着东栅景区与西栅景区相继开放，旅游业发展使得乌镇的要素构成与
产业结构发生剧烈转变，乌镇的游客接待量从 2001 年的 78.9 万人次上涨到 2012 年的

600.8万人次[61]，门票收入从0.4亿元上涨到3.43亿元②，经过10余年的转型成长，乌镇成
为中外重要的旅游特色小镇；③ 进入第三阶段，伴随2013年乌镇国际戏剧节和2014年

① 数据来源：2017年桐乡市电子政务办公室统计数。

② 数据来源：2012年乌镇镇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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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互联网大会等重大节事的相继举办，乌镇成
为中西方文化碰撞与展示的舞台、国际互联网创
业创新的高地，一系列新型高端业态入驻并与旅
游业融合发展，空间结构和社会关系发生本质性
转变，乌镇成为国内外旅游目的地小镇全面转型
升级的标杆与典范，成为世界小镇和长三角城市
群的重要组成部分。乌镇地方空间的跃迁升级内
含着深刻的社会关系转型，全球、国家、区域、
地方复杂互动，重塑了乌镇空间演化的尺度结构。

4 乌镇旅游发展的尺度重组

4.1 乌镇尺度重组过程分析
空间是社会实践的产物，内含着深刻的社会

关系[62-63]，具体地方空间的发展演变本质上是社
会生产关系变革的外在表征。作为中国地方尺度
跨越式发展的典型案例，乌镇在地方发展的不同
阶段，围绕着权力和资本表现出不同运行逻辑，
地方社会空间呈现出与之相适应的形态，进而产生了具有不同特征和机制的尺度重组模
式。因此，本文基于旅游建构城市群乡土—空间的“三阶段”理论假说[64]，将乌镇地方
空间演化的不同阶段称之为“前旅游阶段”“旅游阶段”和“后旅游阶段”，并在此基础
上力图对乌镇尺度重组过程进行全方位、动态性、辩证性的呈现。
4.1.1 乌镇“前旅游阶段”尺度重组 1998年以前是乌镇在地方政府主导下的“前旅游阶
段”，尺度重组主要停留在地方与区域之间，全球地方化尚未显露。改革开放后，“分灶
吃饭”的财政包干制度大力推动了乌镇北栅丝厂等地方乡镇企业的生产积极性，乌镇逐
渐由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向工业生产方式过渡，形成了一定的资本积累，但地方基础设
施建设仍相对落后。“彼时的乌镇还是很穷的，……没有一条平整的道路是通向乌镇的。

当时浙江人对乌镇有句口头禅，叫做‘车子跳，乌镇到’”（XW01-CXH-A）③。1994年

分税制改革后④，中央与地方之间财政分配关系发生转变，伴随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

乡镇企业逐渐走向衰落，地方劳动力资源开始外流，乌镇以水运和农业为依托的市镇商
贸集散功能受到强烈冲击。“一天路过曾经繁华的（北栅）丝厂，早已空寂荒芜，斑驳铁
锈大门后茂盛的野草和厚厚腐叶……镇子总挟裹着颓败的气息”（XW01-CXH-C）。与之
同时，中央将事权逐步向地方让渡，地方政府在财政收入考核与激励体制下成为乌镇地
方空间生产和土地开发的关键行动主体。在被评定为浙江省历史文化名镇后，乌镇成立

“古镇保护与旅游开发领导小组”，以茅盾故居等公共资源为生产资料开启新一轮的地方
生产环节，为后续的旅游规模化发展奠定了物质与制度基础。

此阶段，中国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特殊时期，不同行政级别之间逐级
向下的多重委托代理关系显著，国家、区域和地方构成了线性的三级尺度空间系统，地
方空间尺度处在相对封闭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环境中，乌镇缺乏有效的渠道发挥自

③ 文本资料编号说明：XW—新闻，FT—访谈；01—陈述者或被访者序号；大写字母（论文中人名按照学术管理做技术性

处理的一种方法）表示陈述者或被访者代号；A/B/C—新闻序号或访谈次数。

④ 参见《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国发[1993]85号）。

图2 案例地概况
Fig. 2 Overview of the stud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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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文化与资源优势并与更高等级的尺度建立联系。由于较低的行政等级与经济发展水
平，乌镇处于尺度政治中的弱势方，上级行政区域通过产业分工推进其现代化、工业化
和城镇化的发展模式，固化乌镇的发展路径，表现为尺度下推。但由于外部经济环境的
变革，收效并不明显。面临周庄、西塘等邻近同类型古镇的竞争压力驱使和发展模式影
响，乌镇力图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突破传统固有的单一化发展路径，依托地方历史文
化发展旅游业成为探索性尝试，表现为尺度上推。在地方政府与地方财政的协同配合
下，乌镇的土地、环境、历史文化等公共资源得到开发与利用，茅盾故居等公共产品投
放至社会公众的生产与消费环节，产
生剩余价值回归地方财政，进而形成
了资本的初级循环。在这一循环过程
中，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一系列的政
策背景下，国家、区域、地方形成了
自上而下层层递进的权力和制度空
间，具体表现为区域和地方社会生产
分工的专业化和明细化。然而，这种
相对固化的生产模式会制约社会经济
进一步发展的活力，当资本逐渐榨取
地区超额利润，乌镇地方发展陷入困
境，进而转变地方生产模式并逐级向
区域和国家尺度寻求突破。因此，乌
镇“前旅游阶段”的尺度重组具有显
著的权力结构的上推与下推机制，但
尚未表现出较强的资本流动性，乌镇
的权力、资本和社会空间生产的互动
更多仍固着在地方尺度范围内（图3）。
4.1.2 乌镇“旅游阶段”尺度重组 1999—2012年是乌镇在地方政府和企业集团共同作用
下的“旅游阶段”，乌镇地方发展实现跨越式突破，尺度重组过程得到国家层面关注，全
球地方化进程初显。1999年以后，乌镇政府强化旅游开发的行政导向和资金投入力度，
通过成立“乌镇古镇保护与旅游开发管理委员会”“乌镇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和联合申遗
等一些列举措开辟地方发展新路径。与此同时，东栅景区投放市场，古镇居民开始以房
屋为生产资料参与旅游发展，表现为古建筑、古民居作为生活空间的使用价值向作为商
品的交换价值的初步转换。2006—2007年乌镇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引入上市公司中青旅控
股有限公司和境外投资 IDG创业投资基金两大资本集团，成为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地方
权力向外来资本逐步让渡。“2006年的中青旅进驻无疑是带来了强大的资金实力和经营
实力，乌镇的商业价值得到了很好的挖掘”（FT03-SY-A）。西栅景区内原著居民悉数迁
出，实现了古镇空间使用价值向交换价值的彻底转变。“随着乌镇旅游的红火，乌镇也逐
渐变为一个空壳，没有原住民……更像个‘主题公园’”（XW10-TLM-A）。在此过程
中，地方政府与外来资本共同致力于营造水乡的“空间想象”，利用地方特色历史与地理
文化要素作为生产资料，建构大众族群的地方文化认同[65]，进而对地方政府与企业集团
的空间实践产生积极反馈。“西栅有别于东栅的观光功能，……古镇风情观光与休闲度假
功能进行了完美的融合，乌镇西栅不再仅仅是一个‘只能看不能住’的‘活化石’、‘博
物馆’，而是一块远离尘嚣的安谧绿洲”（XW05-HL-A）。

图3 乌镇“前旅游阶段”尺度重组
Fig. 3 Rescaling during the“pre-tourism stage”of Wuz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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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至第二阶段，全球力量刺穿国家与区域边界融入空间系统，在全球化渗透和资
本积累压力的作用下，地方空间与外部空间联系逐渐增强，相对封闭的地方空间内部发
展要素不断优化。在此过程中，国家通过历史文化名镇、5A级景区等一系列的等级评定
等激励和扶持手段，进一步固化了乌镇的发展路径，锁定了资本积累的空间范围，表现
为尺度下推。乌镇通过基础设施整治、遗产保护、古建修复、景区建设、资本融入、影
视宣传、世博会展览等一系列方式，逐渐获取了更大的开发自由度，展开尺度上推策略
的有效实践。在国家层面，中央政府既为乌镇地方发展创造自由资本市场，也调控区域
协调发展；在地方层面，地方政府的市场化与企业化转向日益凸显，与企业之间逐渐形
成“增长联盟”[66]。表现为国家尺度
和地方尺度的上下推绎。在这一阶
段，作为地方的乌镇已经与更高一级
尺度建立关联，对权力的控制能力和
对资本的吸纳能力进一步提升，呈现
出了空间尺度的跃迁升级。地方权力
与资本共同作用于公共资源，以物质
性建成环境（景区）为生产资料进入
资本的次级循环。在此循环中，外来
资本遵从地理不平衡发展的客观规律
流入全球资本市场的“洼地”，乌镇
东栅和西栅的投资建设顺应中国住房

制度改革后的房地产开发热潮⑤，旅

游地空间成为生产的直接对象，为更
大空间尺度的资本过度积累提供了扩
散和转移渠道。因此，乌镇“旅游阶
段”的尺度重组是国家宏观政治和经
济制度下推背景下的地方发展模式上
推，外来资本涌入助推了乌镇社会空
间演化效率，地方尺度逐渐进入全球
资本循环链条（图4）。
4.1.3 乌镇“后旅游阶段”尺度重组 2013年至今是乌镇在地方政府、企业集团和社会公
众综合参与下的“后旅游阶段”，乌镇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根本性转变，尺度重组上升至
全球层面，全球地方化得到集中呈现。2013年首届乌镇戏剧节使乌镇在文化层面与国际
接轨，为其后续在政治、经济层面的全球化地方创造了机遇。“乌镇，它就是一条河，戏
剧节、当代艺术这些就是河里的鱼。将来，这条河里也会有更多不同品种的鱼……这些
都将是实现乌镇文艺复兴梦的重要举措”（FT01-CXH-B）。2014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成功
举办并持续发挥“磁场效应”，乌镇成为集景区、度假区、创新发展试验区、高科技产业
园于一身的“互联网+”小镇样板。“比如很多汽车、互联网企业的发布会都会放在乌
镇，这就是对乌镇的认可……没有互联网大会，路不会这么快修，工厂也不会这么快转
型”（XW15-ZF-A）。木心美术馆、乌镇大剧院、互联网国际会展中心陆续落成，互联网
医院、智慧养老平台、智慧城镇联合实验室和一系列众创空间纷纷落户，为乌镇增添了
全新的符号景观，为地方空间系统新要素的注入带来契机，为新闻媒体、企业家、艺术

⑤ 参见《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国发[1998]23号)。

图4 乌镇“旅游阶段”尺度重组
Fig. 4 Rescaling during the "tourism stage" of Wuz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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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创业者等更广大社会精英群体的融入提供了平台。截至2018年6月，乌镇已有注册

互联网及相关企业近400家，“乌镇”区域品牌价值评估达299.58亿元⑥，乌镇成为国内

旅游古镇进入“后旅游阶段”的先锋和典范。旅游与空间系统内其它要素耦合协调发
展，旅游的空间“孵化器”效益凸显，重塑了乌镇的空间性与地方性，实现了乌镇由点
状空间向面状空间、由单一功能的旅游目的地向立体化国际互联网小镇的蝶变。

进入“后旅游阶段”，全球与地方建立联结。乌镇依托国际互联网大会等国际性事件
建立全球联系，成为全球尺度信息互动和空间生产的重要环节，表现为尺度上推；全球
通过新自由主义话语体系在乌镇强化了自身的发展逻辑，重新塑造与定义了乌镇的地方
空间，表现为尺度下推。固着于乌镇地方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受资本、信息、技
术、人才、管理等流动性要素裹挟，不断被解构与重构，并以全新的更加契合全球化话
语逻辑的方式呈现出来。“生产性”主导与“消费性”主导是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重
要区别，在全球资本过度积累的压力推动和各级政府的政策拉动下，权力与资本以形
象、符号与媒体作为全球化话语下生产消费的原材料，以乌镇为空间载体承办全球性大
事件活动，并以此为契机活化地方的公共资源并重塑公共产品，推进当地产业结构的转
型与升级，吸纳更多的社会精英和投资项目参与乌镇的地方空间实践，加快了资本的时
空流动速度。凭借一系列科技、文
化、教育等社会性花费的投入，通过
感官的图像化、艺术的符号化和媒体
的信息化，以权力为表征的地方政府
和以资本为表征的企业集团在社会公
众中创造了新的众创空间、建构了新
的认知形式、产生了新的地方认同、
规训了新的行为方式，满足了不同社
会阶层的空间想象，引致了生产与消
费效率的提高，形成了地方政府、企
业集团和社会公众共同参与下的空间
建构，使得古镇发展进入资本的第三
级循环。在第三级循环中，国家遴选
优势地区，通过以“世界互联网大
会”为代表的象征和权力叙事为乌镇
地方空间赋能，使乌镇地方空间被赋
予更加丰富而深刻的社会生产关系。
因此，乌镇“后旅游阶段”的尺度重
组是在全球新自由主义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复杂互动下，乌镇参与控制
权力结构和资本运动的能力跨越式提
升，融入全球空间生产体系（图5）。
4.2 乌镇尺度重组形成机制

在全球化时代，权力与资本随着政治、经济、社会变革的深入推进，在全球、国
家、区域、地方等不同空间尺度之间进行了广泛的组织调整与重新分配，具体表现为一
种多尺度交互、嵌套、转换的尺度重组过程。在新一轮的权力格局重构和资本全球扩张

⑥ 数据来源：中国质量认证中心《2017年区域品牌价值评价》。

图5 乌镇“后旅游阶段”尺度重组
Fig. 5 Rescaling during the "post-tourism stage" of Wuz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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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旅游目的地作为城乡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已逐渐成为权力渗透和资本转移的全新
目标。全球、国家、区域、地方等不同空间尺度各自的发展逻辑，在乌镇这一具象化场
域中得到了集中体现。换言之，对乌镇地方演化的分析也必须以全球地方化的整体性研
究视角，将乌镇放置在一个更大的空间体系中剖析其尺度重组的内在机制。在中国改革
开放的40年间，“去中心化”“市场化”和“全球化”进程的渐进交替是中国社会经济转
型的显著特征[67]，这一过程既响应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是中国“摸着石头过
河”改革策略的空间实践结果。乌镇旅游发展引导下的三阶段尺度重组在一定程度上是
这一进程的映射与印证，通过这一角度，乌镇的尺度重组是时空必然性和偶然性并存
的。一方面，乌镇的尺度跃迁升级顺应了资本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从先进地区到
落后地区、从城市到乡村流动和扩张的必然规律；另一方面，在中国语境下，权力和制
度是遴选特定地区优先发展的关键性力量，乌镇的转型升级得益于国家和区域的一系列
的战略举措和政策支持。因此，乌镇的尺度重组既是不同空间尺度进行权力等级延伸与
资本时空扩张的方式与对象，也是空间活动尺度化现象和不同等级空间尺度相互作用的
目的与结果。这充分论证了空间尺度是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动态建构的，空间尺度既
为权力与资本的互动作用提供等级框架，同时也是推动权力延伸和资本流动的生产方
式，即权力、资本与空间之间存在辩证的交互逻辑。

从外在表现具体来看，乌镇的尺度重组是全球、国家、区域、地方等不同等级空间
尺度“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双向综合作用的结果。首先，全球尺度为资本等要素
自由流动创造了空间范围。自 20世纪 70年代以来，随着新自由主义话语体系的不断推
进，越来越多的民族国家在此背景下主动或被动地融入世界生产系统，不同层级的空间
壁垒（space barrier）被冲破与化解，以乌镇为代表的地方空间逐渐成为资本循环与加速
流动的重要环节。其次，作为资本和政治权力的共同体，国家尺度顺应世界经济发展的
趋势，不断将中央权力下放至以长三角城市群和乌镇为代表的区域和地方，以不同形式
的地域组织为增长极推进国家治理模式的深化，构建大规模的物质性基础设施，举办非
物质性政治、经济、文化活动，吸纳劳动力、商品和资本在固有空间范围内的重新配置
与流动，进而提升国家竞争力、参与世界市场竞争、应对全球化带来的冲击。再次，作
为大规模社会生产组织和劳动分工的空间场所，区域尺度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
入，不同区域间和区域内部的经济产业分工愈发明显，进而导致了长三角城市群超级都
会城市（exopolis）和多中心城市区域（polycentric urban regions）的出现[68]，区域资本
迅速积累并不断溢出，乌镇作为长三角城市群的重要组成部分逐渐成为权力和资本进一
步渗透和转移的对象。最后，地方尺度是社会关系和劳动力再生产的具体领域。乌镇充
分利用地方地理区位、历史文化和资源禀赋的优势，旅游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契合了权力
和资本的内在逻辑，实现了地方空间使用价值向交换价值的充分转换，成为全球资本积
累的重要环节。值得注意的是，在全球、国家、区域等外部尺度构成总体性框架下，乌
镇仍保留了相当程度的本土性特征。这不仅反映了全球地方化背景下乌镇地方性与全球
性的对抗，更是不平衡地理发展规律下，不同地方空间差异性生产维持资本流动张力的
必然结果。

从内在动力进一步剖析，乌镇的尺度重组具有作为权力、资本和空间互动作用下的
方式和结果的双重属性，并受权力、资本和空间之间的交互逻辑的驱动。一方面，全
球、国家、区域、地方是空间尺度在认知论层面的等级化表现形式，空间尺度是存在边
界、等级和属性的具象化概念，这一角度为尺度重组分析预先设定了权力和资本运行的
结构和框架，因此乌镇的尺度重组是权力再分配和资本再投入的方式与对象。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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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在乌镇的尺度重组过程中，不同等级的空间尺度在权力和资本的运动过程中是彼此
关联、相互交织和不连续的，尺度重组本身革新了社会的生产方式，进而为权力和资本
创造出新的政治—制度关系和社会—经济关系，因此空间尺度是社会建构的抽象化概
念，乌镇的尺度重组是政治经济关系变革的目的与结果。进而，对尺度重组不同层面认
知的背后实质上是权力、资本与空间的双向辩证关系，权力和资本以社会关系为中介，
在将空间作为作用对象参与其生产与再生产过程的同时，自身也受到空间的重新塑造。
权力通过组织设立和制度调整等方式进行权力渗透，资本则通过地理扩张和时间延迟推
动资本循环，这两个过程作用于
具体的空间尺度上使地域组织发
生结构重组；与之同时，空间尺
度的跃迁与转换也必然伴随着权
力和资本强度、结构和关系的变
化。正如列斐伏尔所言：“每个
社会都处于既定的生产模式架构
里（在此可以理解为权力与资本
的相互作用），内含于这个架构
的特殊性质则形塑了空间” [63]。
综上，权力、资本与空间之间的
交互逻辑是乌镇尺度重组的核心
机制（图6）。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本文在全球地方化的结构主义地理学研究视角下，通过文献梳理辨析出全球地方化

蕴含权力、资本的逻辑张力与全球—地方联结的尺度张力，结合Harvey的资本循环理论
与Smith的尺度重组理论提出分析框架，将尺度重组理解为一种由权力、资本作用于多
尺度空间而形成的复杂过程，基于质性研究方法，对乌镇近20年的发展历程进行实证分
析，所得结论如下：

（1）通过对乌镇尺度重组过程进行分析，乌镇在时间维度上从“前旅游阶段”向
“旅游阶段”和“后旅游阶段”变革，在空间维度上经历了资本三重循环的逐步推进和尺
度重组的逐步深化，这一过程是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变革的微观映射。乌镇地
方尺度通过不断与区域、国家、全球尺度建立联结，对权力的控制能力和对资本的吸纳
能力逐步提升。

（2）全球地方化的研究视角为乌镇尺度重组的分析提供了一个宏观的空间系统，在
这一框架下，全球、国家、区域、地方等不同等级空间尺度“自上而下”和“自下而
上”双向综合作用推动了乌镇的尺度重组。全球、国家、区域、地方等不同空间尺度各
自的发展逻辑，在乌镇这一研究场域中得到了集中体现。

（3）乌镇的尺度重组具有作为权力、资本和空间互动作用下的方式和结果的双重属
性，尺度重组既为三者之间的互动作用提供了等级框架，又为其创造了全新的生产方
式。这充分表明空间尺度既是等级化的，同时也是社会建构的。权力、资本与空间之间
的作用与反作用存在双向辩证关系，三者之间的交互逻辑是乌镇尺度重组的核心机制。

图6 权力、资本与空间作用下的乌镇尺度重组形成机制
Fig. 6 Rescaling formation mechanism of Wuzhen under the influence of

power, capital and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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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旅游目的地作为城乡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已逐渐成为权力渗透和资本转移的
全新目标。乌镇的空间实践在微观层面上验证了研究分析框架的适用性，初步提出了以
旅游目的地为主要对象的权力、资本与空间相关探讨的研究命题，为旅游目的地演化的
过程、格局和机制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借鉴。
5.2 讨论

不同于西方外向性的城市文明，中国有着历史悠久的内向性的农耕文化[69]。从老子
“小国寡民”的朴素自然哲学到陶潜“归园田居”的田园理想，无不体现着中国人对乡野
秩序的依恋与向往。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城乡关系的不断演化，城市成为生产与生
活最核心的场域。然而，城市的工具理性和实用主义的价值倾向不断异化着现代人的生
活状态与精神内核[70]，人们通过旅游的方式逃离城市、回归乡野，在寻求文化认同、心
灵慰藉和乡愁记忆的同时，建立了一种全新的城乡互动方式。从微观角度看，乌镇正是
在这一背景下通过发展旅游业逐步现实了空间要素的升级与空间尺度的重组。从宏观角
度看，乌镇的转型是中国城乡关系由“乡村关系”走向“城市关系”的缩影[71]。

在传统社会时期的自然状态下，乌镇便利的水运使之成为农贸商品的交换中心，乡
土社会处在以农业生产为核心的相对均衡状态，城乡关系停留在朴素的“乡村关系”主
导下。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城市尤其城市群成为权力博
弈、资本积累和社会运动最剧烈、最集中的区域，“城市战胜了乡村”主导社会生产[72]。
权力、资本和空间的逻辑由城市和城市群向大都市边缘地区和广大乡村地区转移，打破
并解构了地方原有的均衡结构。旅游作为现代化的重要同盟军[73]，引致了资本、信息、
技术、人才、管理等流动要素固着于旅游目的地等地方空间[74]，推进了地方的市场化与
城镇化进程，重构了地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系统的均衡稳定关系。

中国目前正处在一个制度创新、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的大时代，剧烈的转型升级带
来了一系列发展不平衡问题，这种不平衡贯穿于多级空间尺度中，为空间系统内部尺度
博弈和要素流动积蓄了强大张力。其中，城乡二元机制是不平衡地理发展的突出表现。
要打破这种不平衡现状，在大力推行乡村振兴战略的同时，应当以城市群乡土—生态空
间为基点[64]，建立连接城乡发展的空间纽带，疏解大都市产业的过度集中状况，吸纳农
村劳动力剩余，优化城乡资源配置格局和劳动分工结构，建构“城乡连续统一体”。乌镇
作为介于城市与农村之间的空间单元，其围绕权力、资本与空间的全球地方化实践走出
了一条“兼容二元”的现实路径[75]，为城乡融合和乡村可持续发展做出了积极响应[76]，
对中国未来县、镇、乡级旅游目的地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建设均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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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caling of tourism destination under the glocalization perspective:
A case study of Wuzhen, Zhejia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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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of power, capital and space is an important issue of the Marxist
geography. In recent years, tourism destinations have been gradually connected to the
globalization process through abundant spatial practices, providing vivid cases for the research
in this field. Taking Wuzhen as a study case, this paper has put forward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by putting together David Harvey's circuits of capital theory and Neil Smith's
rescaling theory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review, which regards rescaling as a complex process
formed by power and capital acting on a multi- scale space. Using the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scaling of Wuzhen during its transformation from "pre-
tourism stage" to "tourism stage" and finally to "post-tourism stage".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show that the rescaling of Wuzhen is a microscopic mapping of social and economic changes
since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rescaling of Wuzhen is the result of a two- way
comprehensive action of "top-down" and "bottom-up" at different scale levels, such as global,
national, regional and local levels, and it has dual attributes as method and result under the
interaction of power, capital and space. The logic of interaction between power, capital and
space is the core mechanism of the rescaling of Wuzhen. The spatial practice of Wuzhen
expands the research scope of power, capital and space relevance at a micro level. As a space
unit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the glocalization space practice of Wuzhen has come out of
a "compatible binary relation" realistic path, which is a reference to the improvement of the
current imbalance of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Keywords: glocalization; space; rescaling; Marxist geography; Wuz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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